说明：已按照2次终审意见用红色标示进行了如下修改：
1、规范图1；
2、完善对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模式的措施部分（详见4.2、4.2.1、4.2.2）；
3、完善基金项目信息和作者简介信息。
4、其他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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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ystem Innovation
—— Based on the Copyrigh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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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opyright law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works is highly similar to human works and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the face of new problems arising fro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 copyright law is required to respond and innovat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ultiple obstacles to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works cro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ks properties and originality. The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tection necessity and protection mod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op, hoping to have some reference meaning and refer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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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推动制度不断创新，制度创新是科技发展的重要保障。二者的辩证关系在复制技术与著作权法律制度之间尤其明显。著作权法的产生、发展与复制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在文学和艺术等领域的应用涌现了大量人工智能创作物，引发著作权法律制度如何认定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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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进步推动著作权制度创新
著作权法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一支，是调整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著作权亦称版权，英文“copyright”，即复制权，复制技术发展需要相应制度规范。科技进步使作品的复制传播方式不继扩张，科技对著作权制度的推动更多在复制传播领域而不在创作。
15世纪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极大提高了印刷的质量和速度，加快了书籍和作品的复制和传播速度，为“调整创作者和出版商专有的复制权利，以鼓励创作”，英国1710年生效《安娜女王法令》，这是英美法系版权法的范本，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著作权的法规。20世纪初，期随着留声机、收音机和电影放映机的普及，产生了新的复制传播技术，无线电技术的突破使广播台和电视台成为重要的声光录制和传播者，为合理分配创作者、作品表演者、录制者和广播组织等传播者的权属利益，大陆法系国家将著作权和邻接权概念进行区分，设立了邻接权制度，制定《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国际公约》，我国著作权法中将邻接权称为“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算机行业的兴起和发展壮大，为防止计算机软件的权属争议，欧美日各国不约而同修订本国的知识产权法，把计算机软件正式列入各国《版权法》或者《专利法》的保护范围。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使全球数据库产业快速发展，面对数据库投资产业每年数十亿美元的产值，为平衡欧盟成员之间、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巨大利益关系，欧盟1996年制定《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明确保护范围和条件，对独创性数据库给予著作权保护，同时对包含大量事实信息的非独创性数据库给予特殊权利保护，并在欧盟成员国范围内实施。对应欧盟的数据库保护政策，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库生产商制定了《1998数字千年版权法》，并推出HR3531（1996数据库投资与知识产权反盗版法）、HR2625（1997信息汇集反盗版法）、HR354（1999信息汇集反盗版法）、HR1858（1999消费与投资者信息获取法）等一系列法案建议对数据库实行专门权利保护，同时保留社会公众对数据库信息的使用权[1]。近年，在我国即将提交审议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中，为适应快速发展的网络技术革命和网络时代作品传播环境的变化，将考虑设立信息网络传播权和数据库作者权[2]。
科技进步与著作权制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每一次重大的科技变革催生作品在复制传播领域产生新的商业价值，需要著作权法作出回应以平衡新的利益关系。著作权法围绕激励创作、保护作品传播经济利益和兼顾社会公众权利三者之间构建，在科技进步的冲击下进行调整和创新，不断增设权利扩大保护范围，如产生音像复制权、播放权、制片权、邻接权，新增改编权、发行权，设立合理使用制度、许可使用制度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产生使著作权制度又一次面临新挑战。
2学界对人工智能创作物问题高度关注
人工智能的概念最早在1956年美国的达特茅斯会议上被提出，至今关于人工智能尚没有统一定义。贝尔曼、库兹韦勒等学者从类人思维和行为提出，人工智能是类人的思维、决策、问题求解和学习等活动自动化，需要创建机器并由机器执行。经过60多年的发展，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和神经网络等新理论技术驱动下，人工智能已经逐渐渗入制造、交通、教育、医疗、商业、金融等各行各业。在文学领域，2016年11月首部完全由人工智能创作完成的《小冰诗集》的出现，使得文学作品的创作行为似乎不再是人类所垄断，其出版发行进一步揭示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商业价值。在中国知网检索近10年关于人工智能（或含AI）著作权（或含版权）的文献，从图1可知，自从2017年5月《小冰诗集》出版发行，人工智能著作权问题引发学界热议，相关研究文献数量迅速增加。

图1 近10年发表人工智能著作权文献的年度趋势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对于是否将人工智能创作物认定为作品问题，学界并未形成统一意见。有学者依照著作权法规定认为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一项智力成果，能够达到作品要求的“独”和“创”要件，可以成为著作权法意义的作品[3]；王小夏、付强从“智能化”三阶段出发，认为现阶段人工智能未脱离人类作者的算法仍是创作工具[4]；熊琦提出不同看法，从法理学角度出发认为如果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认定为作品，必将冲击传统著作权法的客体认定标准和权利归属原则[5]；王迁也认为迄今为止，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都是按照人类预先设置的应用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结果，不能认定为作品[6]。
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可版权性以及权利归属问题，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提出对策和思路。曹源综述了部分国家及国际组织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可版权性、权利归属等问题的态度及法律政策，从激励论和市场竞争角度分析不同政策选择的利弊[7]；罗祥、张国安认为狭义著作权制度与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存在难以解决的理念冲突和障碍，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我国应该从邻接权保护增设新类型[8]；王文亮、王连合认为在难以解决独创性表达中“人”的因素，可以借鉴法律作为修辞方法运用在法人作品制度中的实践，提出法律修辞赋予定性事实的新思路[9]；梁志文提出从理论上构建以人类读者（受众）为基础，而不是以人类作者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制度[10]；石冠彬预想随着智能机器人的出现，可以通过立法拟制智能机器人的民事主体资格[11]。
3现阶段人工智能创作物可版权性的法律障碍
3.1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人工智能在新闻、文学、绘画等领域的应用已逐渐从辅助工具向创作承担者转变，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代替人类创作的趋势。美联社使用人工智能Wordsmith进行财经新闻报道后，季度产量提高10多倍；2014年人工智能抢在所有媒体之前，在美国洛杉矶发生地震后仅3分钟就发布了第一条新闻。在我国，北京互联网法院开发的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当事人完成6类案件诉状撰写，截至止2019年5月累计完成4万次；百度APP人工智能凭借上传图片能够写出诸如“春天丽日照晴川，十里桃花映满山。燕子呢喃寻旧梦，清风拂面柳如烟”的诗句[14]；人工智能“夏语冰”的画作获得中央美院老师的高度肯定，与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了中央美院2019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 
英美法系国家《版权法》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立法例及司法实践。20世纪50年代美国数学家利用计算机创作了大量歌曲，美国版权局以从未登记过由机器创作的作品为由拒绝将此类歌曲视为作品登记，但随后对“机器创作”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5]。英国认可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1988年英国《版权、设计和专利法》规定“本法所言计算机生成是指，作品由计算机创作。此情形中该作品不存在任何人类作者”，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与英国的立法态度基本一致。澳大利亚虽然在政策上确认人工智能作品，但《版权法》坚持作者必须为自然人，计算机创作作品的版权只能分配给在创作过程有贡献的人类。2002年的Desktop Marketing Systems Pty Ltd v.Telstra Corporation Ltd案中，澳大利亚法院贯彻这一精神，由计算机软件自动生成的电话号码簿数据库不被认为是享有版权的作品。美国CONTU在1978年的报告中认为计算机创作物的创作主体不是人类，计算机与照相机、打字机都是辅助工具，不能构成作品。但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却有不同的判例，1982年的Williams Electronics,Inc. v. Artic International,Inc.案件，法院判决电子游戏软件所生成的视频可以产生著作权，权利归属电子游戏软件的编程者。另外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4月我国首例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纠纷案“北京菲林律所诉百度”审结，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自然人创作完成”应是著作权法作品的必要条件。我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该案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背景下著作权保护问题的第一例审判，影响深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司法体系并不认同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
法理上，如果承认人工智能主体资格将产生理论冲突。私法体系中基于主客体二元论思维，权利主客体之间法律地位不能互换，权利主体相对应权利客体。对于著作权法，必须包含创作主体、创作行为和行为客体作品，体现人类作者意志和创作过程才能形成法律意义上完整的作品。由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属于权利客体，人工智能创作物性质上仍然属于权利客体。但是，权利客体不能支配客体或归属于客体，否则与以人类为中心构建的著作权法理论产生冲突。因此，人工智能作为权利客体，由于不具备人类意志不能转换成权利主体，其创作物不被认为是作品。
3.2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具有独创性
我国现有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作品，作品的本质是独创性。虽然人工智能创作物由于不具有人类意志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但能否基于独创性标准认定为作品，学界对此并没有形成统一看法。
如果只从受众角度分析独创性，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理论认为作者对文本的阐释已经不重要，甚至会压制受众，影响受众对文本的理解，正如“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母雷特”，不同受众由于语境、文化背景和理解能力的差异会对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从而认为具有独创性，作品独创性概念也会因此失去审美高度而产生模糊化。如果从创作过程分析独创性，只要是独立创作的作品，其内容或表现形式与之前已经发表的作品不存在实质性的相似，就可以认为具有独创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高度仿真人类大脑思维方式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创作出类似人类的作品。2016年日本人工智能创作的小说《电脑写小说的那一天》入围“星新一文学奖”初评，评委意见是情节无破绽[13]；2017年人工智能Waston共同创作的新歌《Not easy》大受欢迎并冲上Spotify全球榜第二名，许多人被此歌感动落泪。大量事实表明，如果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创作过程隐藏起来，外界也很难将人工智能创作物与人类创作作品进行区分。传统著作权法中的独创性本身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本文认为人工智能创作物仍可由独创性标准来认定。
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应用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结果，只要将相同数据和信息输入人工智能，无论是谁人操作，其输出的结果具有同一性[6]，该反对理由有待进一步讨论，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快就证明了其创作物的独特个性。2018年法国巴黎的人工智能创作画作《爱德蒙·贝拉米的肖像》在全球最著名的佳士得拍卖会上以43.25万美元的“天价”被拍卖，该人工智能对1.5万张14至20世纪的经典画像进行了“深度学习”以理解肖像画作的画法规则，最重要的是使用谷歌公司的“生成性对抗网络”（GAN）新算法，在算法中增加随机化模块，确保绘制的每一幅画都是独一无二。
3.3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如何归属
一直以来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归属的争议讨论较多，主要有投资者所有说、编程者独立权说、操作者独立权说、类似职务作品说、共有权说和虚拟法律人格说等多个系统理论，这些理论都有一定的支持者，也存在相对合理性，但是深究就会发现其中的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和不足，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
欧美日等国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权利归属问题的关注和政策回应。美国虽然对“机器创作”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讨，但版权局与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并不一致，1983年美国版权局将文字作品《警察的胡须剃了一半》的作者登记为计算机“Racter”,1993年再次将《只此一次》登记为计算机“Hal”，但司法实践中编程者和操作者都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归属人。2016年音乐人Alex Da Kid将人工智能Waston作为歌曲《Not easy》的共同创作者，人工智能Waston的重要贡献表现在主题、歌词情绪、乐理表达等多方面，通过分析过去五年的文本、文化、音乐等大数据帮助Alex锁定主题Not easy，分析过去五年BillBoard Hot100音乐榜超过26000首歌词帮助Alex确定歌词的情感表达以引起听众的情感共鸣，分析近年来的受欢迎的节奏、音高、乐器、流派并建立关系模型帮助Alex完成歌曲的谱写和编排。日本从早期街头自助式照相机“无主照片”的探讨到2016年颁布《知识财产推进计划2016》都更多关注怎样获取人工智能创造的财富及其合理分配制度，日本政府提出有必要对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检讨，以分析使人工智能的创作物获得知识产权特别是版权保护的可能性[7]。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曾在1979年、1980年、1982年、1991年多次组织专家讨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问题，曾提出一些为使用计算机系统所产生的著作权问题解决方案的建议，但其对人工智能创作的看法和理解也处在不断变化中，目前的态度是选择不介入，交由各国国内法处理。英国的《著作权、设计及专利法案》第9条第3款明确规定计算机所生成的具有独创性的文字、戏剧、音乐或者艺术内容构成作品。
早在计算机创作初期就对其归属问题产生了较多争议，如果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界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但是却缺乏相对应的权利承受主体，那么著作权保护的意义也将不复存在。人工智能创作物涉及主体并非是单一孤立的，因此其归属权利也是著作权保护的障碍问题。本文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机器创作”到当今的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综合考虑保护的必要性和著作权制度的激励理论，下文将有人工智能创作物权利归属问题的详述，在此不重复。
4人工智能创作物推动法律制度创新
4.1保护的必要性
从著作权法的产生和发展史可知，著作权法律制度是随着科技进步和复制传播方式不断扩张，为平衡各方利益关系而构建，其核心功能是经济功能。随着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大量涌现，从未来的发展形势来看必须对人工智能创作物进行保护。
若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置于没有法律保护的“公共领域”，将会出现大量新型的“孤儿作品”，从而产生大量法律纠纷。更严重的是，人工智能创作物将会极大地侵占人类创作空间。在相同情形下，理性人将会选择利于自身发展并且不需要付费就可以使用的“作品”，人工智能创作物和人类作品从实质上看并没有显著的差别，这将造成人类作者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创作的积极性和兴趣会随之锐减。这会导致未来文学艺术、音乐绘画等领域的创作可能大部分依赖于人工智能，人类创作作品的著作权价值将会无限趋向于零，著作权许可和转让的交易也基本上不会再发生，相应的著作权产业将逐渐衰弱，著作权法律制度也将失去经济功能，丧失规范和保护作用。这和著作权法保护创作者创作激情的目的不相符合，同时也阻碍了人类文化事业的繁荣进步。
4.2选择保护模式创新法律制度
摩尔定律使具有深度自我学习功能的芯片正飞速迭代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快得让人措手不及。BBC的调研报告称，未来电话推销员、银行职员、保险业务员、会计等多个具体职业将被机器人代替。霍金在《时间简史》中提到“AI将取代所有工作，人类成为无用阶级”。有学者反对授予人工智能主体资格，担心人类或许会变成客体和奴隶，人类存在这个世界将毫无价值。与其对人工智能产生恐慌和偏见，不如制定规则，让人类更好的控制人工智能，同时人工智理解人类。
4.2.1选择保守模式，创新著作权法律制度给予人工智能保护。
根据人工智能创作过程确定权利归属人。对于处在算法输入初级阶段的人工智能来说，其主观能动性并不高，往往是由编程者设计出较为固定的程序，然后人工智能根据已有的算法筛选创作所需要的内容，进行“填鸭式”创作[12]，如美联社进行财经报道的人工智能Wordsmith按照事行设计好的模板机械地将缺少部分填满，其中编程者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在算法程序设计上对模板进行了个性化和叙事风格的设计，因此，编程者应是权利归属人。对于具有深度“自我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来说，由于具有较高的模拟人类思维能力，已经能够独立抓取相关素材和内容并自身创造性地进行表达，其中人类的参与程度比较低，如《小冰诗集》是设计者通过训练人工智能“小冰”对519位现代诗人的上千首诗反复学习1万次后实现[15]，人工智能“夏语冰”作画是设计者通过对人工智能“夏语冰”22个月培养反复实践而成，这类人工智能创作物应该归属于设计者，但当人工智能的所有权发生转移时，为防止设计者的重复受益以及利于著作权侵权问题的解决，人工智能创作物应归属于受让人（操作者），如果人工智能创作物价值重大，当事人之间也可以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归属进行约定[16]，如人工智能创作绘画作品《爱德蒙·贝拉米的肖像》以43.25万美元（人民币约301万元）拍卖。对于人工智能的投资产业者来说，因为人工智能的前期布局和设计开发都需要巨资的投入，据统计2017年我国人工智能的市场规模就达到237亿元，著作权法为保护产业投资者的利益，设立了法人作品、职务作品的制度，对于将人工智能归属于投资产业者可能与编程者或设计者的权利相冲突，可以参照特殊职务作品的做法，将人工智能的权利归属于投资产业者，给予编程者或设计者相应补偿[3]。
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保护期限的思考。著作权法给予作品一定期限的保护，是为了保障作者能够从创作中获得的利益，激励作者的创作，更好地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目前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版权保护期限多为作者死亡后70年，可以保障作者尙且存活的近亲属继续依赖著作权获得经济收入。一旦著作权期限届满，作品就进入公有领域，属于公有文化遗产，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复制和加工它们，甚至用于商业用途。人工智能没有近亲属，如果给予人工智能创作物权利归属编程者、设计者或者使用者死后70年的保护期限又似乎不合适。美国版权保护期限的延长主要是迪士尼等版权产业大鳄不继游说推动修改版权法案。我国的文化教育水平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为方便我国民众快速提高获得知识的水平，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正案，并没有盲目跟从发达国家将作品的保护期限延长到70年。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到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产生比人类作品更具有优势，从利益平衡原则出发不应采取相同的保护期限，可将其保护期限缩短为产生之日起20年[17]。
此外，我国著作权法中关于人身权的规定并不适用于人工智能创作物，权利内容、公示制度等方面也需要创新规划和设计。
4.2.2选择激进模式，创新民法体系给予人工智能主体资格法律拟制
在民法体系中有两种途径成为法律权利主体，一是具备自然人的一切属性而自动成为法律主体，二是基于现实发展与需要，法律事前特别拟制人格赋予其权利主体资格,如法人制度。首先来考察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一般来说，主体资格应该是具有自主意识的自然人。以无人驾驶汽车为例，面对复杂的实际驾驶环境中，现代人工智能系统已经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精准计算所有的可能性，而且人工智能不受提前预置的概念、经验法则、传统智慧等因素的限制，从而作出人类完全没有考虑过或者可能会实施的解决方案[18]，从这一点上说，人工智能可以说是具有自主性。如之前发生的特拉斯自动汽车驾驶伤害人类事件，就是人工智能“打破”人类预先设定的规则，超出设计者的预期所造成的。近年来，各大科技巨头更加是加快对人工智能EQ（情商）的开发。亚马逊希望人工智能Alexa能够有同理心，百度提出“智能体”概念，要求人工智能不但有个性而且有“人设”。人工智能的构建已经从单纯的IQ开始向“IQ+EQ”演变，未来的人工智能将不仅具有类似人类的智能，或许还将具有人类的情感。
2014年聊天程序“尤金·古斯特曼”首次通过图灵测试，人们没有办法分清面对的是人类或是机器，从此人机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2017年机器人Sophia被沙特阿拉伯政府授予 “女性公民身份”，更加动摇了只有人类才有公民资格的信念。有理由预见，不久的将来，不受外部控制或者影响，具有能够“自主”作出决定和执行能力的智能机器人将出现在人类社会。
各国面对人工智能挑战现行法律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欧盟首先提出人工智能立法动议，考虑给予最先进的自主机器人“电子人”的法律地位，享有著作权、劳动权等“特定权利和义务”，知识产权方面明确人工智能的“独立智力创作”，设置人工智能一键停止对人类的伤害等[19]。美国政府力求保持科技领域“领头羊”地位，不但从国家战略层面布局，还着手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提供政策法律制度保障，2016年美国发布《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规划》将人工智能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在立法层面，美国国会两院正在积极讨论《人工智能未来法案》《人工智能就业法案》《人工智能报告法案》等法案[20]。2016年日本提出“社会5.0”战略将人工智能作为实现超智能社会的核心，并设立“人工智能战略会议”进行国家层面的综合管理。2019年6月我国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强调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等八条原则，协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关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可靠。
由于人工智能涉及信息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神经医学等多个学科多领域，确定人工智能主体资格法律拟制，是对当前法律制度的创新。人工智能主体资格法律拟制的制度构建还对未来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财产权利保障、责任承担、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挑战，如法律如何规范人类与智能机器人的区别？当人工智能出现超出原设计方案的“不当行为”给人类造成伤害，其责任包括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应判定为谁承担，是其投资者、设计者、管理者、使用者还是人工智能自身承担？有学者建议为“电子人”设立涵盖依法缴税、享有现金交易、领取养老金的资金账户，民事责任可以从这个资金账户中进行相应的赔偿，但刑事责任如何执行？
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保护无论选择哪种模式，都需要统筹考虑文化产业市场和社会法律成本等因素。同时，要充分考察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特别发达国家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保护政策和模式，否则可能会失会获得对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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